中国产业绿色发展的时空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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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产业绿色发展已成为各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选择。利用全局因子法对2005—2014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产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得出在公平、效率和规模3个方面呈现不同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中国产业绿色发展的空间格局分布及演化特性，发现产业绿色发展指数随时间呈下降趋势且存在时空差异，在空间上显示为空间正相关性。中国产业发展需借助创新力量优化升级，注重产业内部和外部协调发展，加强绿色发展政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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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has become a new choi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aper measured the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industry through global factor analysis method from 2005 to 2014 in 31     provinces of China, which present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fairness, efficiency, scale.   Then by employing th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it analyzes the spatial pattern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green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in China.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index declined with time and differed in the      spatial-temporal; also it exists positiv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on the space.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dustry needs optimizing and upgrading the industry through     innovative power, focusing 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nd strengthening the policy orienta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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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主要研究综述

在全球资源趋紧、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系统退化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先后掀起了3次绿色浪潮：环境主义浪潮、弱可持续浪潮、强可持续浪潮[1]。卡逊（1962）《寂静的春天》、罗马俱乐部（1972）《增长的极限》等，均诉求世界各国重视绿色发展，“绿色经济”也应运而生[2-3]。英国环境经济学家Pearce（1989）最早提出“绿色经济”的概念，是指通过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国外更多的学者和机构比较关注绿色新政和产业绿色发展。一方面，联合国环境署推行的《全球绿色新政》、“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的召开等对实施绿色新政产生了积极影响[1]；另外，一些国际性会议也非常重视全球经济的绿色发展，如2015年11月15日召开的G20峰会提出“坚持绿色低碳发展”；随后APEC会议倡导区域间加强绿色经济的合作与创新。另一方面，国际机构和学者对于产业绿色发展也展开了初步的研究，如：以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为代表的机构或学者对产业绿色发展的实现意义和路径进行了相关研究[4]；Lay Eng Teoh等[5]从技术创新、运营策略、舰队计划政策等几个方面对航空运输业进行了研究，最后提出了可能实现绿色航空运输系统的建议；另外还有学者对外包型制造系统的绿色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6]。概括而言，国外对于产业绿色发展的研究起步较早，侧重政策分析和定性研究，缺乏定量评估，关于产业绿色发展的研究仍需要继续探索。
  国内关于绿色发展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发展内涵[7]、绿色发展机制分析[8]、绿色发展情景分析[9]、绿色发展综合评价[10-11]、绿色发展影响因素[12]几个方面。其中，在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方面，绿色发展指数是重要的量化指标，对于研究我国绿色发展现状、变化趋势、时空特征具有现实意义。然而，绿色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绿色转型，产业绿色发展指数的测度也颇具实践意义。关于产业层面的绿色发展，国内学者围绕农业、工业和某一特定行业的绿色发展展开了讨论。在农业绿色发展领域，国内学者从21世纪初已开始了探索，早期学者主要关注国外经验对我国农业污染治理影响[13]和农业绿色GDP核算[14]，近几年来学者多研究农业绿色生产率，如李谷成[15]、潘丹[16]运用SBM模型考察了农业发展、资源、环境三者关系。受国际社会绿色浪潮的影响，国内各界日益重视绿色经济发展，尤其是在工业领域，有不少学者认为产业实现绿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业绿色转型，如：陈诗一[17]以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工业为研究对象，提出绿色工业革命的理念；李平等[18]认识到工业作为主导产业对资源环境产生了破坏性影响，并提出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机制；卢强等人[11]也同意此类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工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也有学者对工业绿色发展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比如：李斌等[19]、景维民等[20]、张江雪等[21]研究了环境管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张江雪等[22]、彭星等[23]学者考虑了对外开放、技术引进等影响因素。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对相关行业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探讨，如：李晓锋等[24]基于绿色创新视角对传统钢铁行业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产业绿色转型路径；林智钦等[25]、车亮亮等[26]分别对能源行业进行了研究，并提出能源产业绿色转型的建议。我国“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绿色文明发展道路。产业绿色发展（产业绿色化）指从产业层面对“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因应[7]，旨在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有机协调。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已达到一定限度，按照经济发展自身规律，中国面临产业转型升级和向低污染、低能耗、低排放的经济发展方式迈进的局势[27]。可见，实现产业绿色发展，促进经济、社会、生态和谐发展已成为新时期各界的共识。

综上所述，以上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绿色发展内涵、绿色政策和绿色发展综合评价等方面给本文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但也存在有待完善之处：一是现有的文献多研究农业或工业绿色发展，鲜有对涵盖三大产业的产业绿色发展作出深入探讨。二是国内关于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评价[28]的有关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参考，但相关指标仍需结合研究目的进行优化。三是国内对绿色发展虽进行了定量分析，但产业绿色发展水平时空测度的有效结合方面仍比较欠缺。本文基于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选取2005—2014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台地区）为研究对象，客观评价产业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并分析其时空演变特性。其贡献主要在于：第一，试图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产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充实相关研究的方法论；第二，在分析其时空差异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自相关理论对各省级行政区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特征进行分析，为产业绿色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全局因子分析法

因子分析通过研究众多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将错综复杂的原始指标综合为少数几个公共因子。全局因子分析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不同时间维度的观测值构成的时序立体数据表，使分析变量更具客观性和可比性。全局因子分析能够根据选取变量的特征划分类别，确定比较合理的维度指标，同时也充分利用了时序变量，避免了对每张数据表分别进行因子分析时的不可对比性；另外，该分析方法不仅能赋予原始指标载荷，也能利用标准评分系数赋予维度指标较客观的权重，所形成的权重结构可以反映产业绿色发展各个维度指标对总指标的贡献大小，具有相对于熵值法、层次分析法等方法的科学性。鉴于此，本文采用全局因子分析法构建指标评价体系，确定各维度指标权重，以此为基础构成综合评价函数，确定2005—2014年中国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

2.2 　空间自相关分析

2.2.1　 全局空间自相关

全局空间自相关研究的是区域内属性的平均相关程度，通常用Moran’s I指数，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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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为样本区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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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X为区域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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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空间权重矩阵。Moran’s I指数取值范围为[-1,1]，其数值越接近1，表明指标属性关系为空间正相关；其数值越接近-1，说明越表现为空间负相关。当产业绿色发展指数在各地区表现为相互独立时，其值为0。Moran’s I指数对应的检验一般为Z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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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局部空间自相关

为进一步研究产业绿色发展的空间集聚特征，文中采用Moran散点图对我国各地区的产业绿色发展指数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通过Moran’s I指数测算，可以得到4个集聚模式的Moran散点图和LISA聚类图，反映了某一区域与周边区域的扩散或极化效应。其中，横坐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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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权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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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称为空间滞后值，则会出现的4种局部空间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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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oran散点图中，第一象限为热点区（HH），表示中心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高且相邻区域的也较高，二者存在较小差异，在空间关系中表现为扩散效应；第三象限为过渡区（LL），表示中心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低、相邻区域也较低。落入第一、三象限的区域在地理空间上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第二象限为异质性突出区（LH），表示中心区域的产业绿色发展指数低，而相邻区域的较高，二者空间差异较大；第四象限（HL）表示中心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较高、邻接区域的较低，在空间关系中表现为极化效应。落入第二、四象限的区域在地理空间上存在显著的空间负相关性。

2.3　 数据来源与指标处理

本文选择的各项指标数据主要来自于2006—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等，部分缺失数据采用EM算法补全，补全后数据具备稳定性，便于进一步处理。

由于基础指标之间存在不可公度性，故在因子分析之前对指标进行预处理：第一，产业绿色发展指数的基础指标分为正指标和逆指标两种，取逆指标的倒数形式对其进行趋同化处理。第二，原始数据存在不同的量纲和数量级，采用均值化方法对各项基础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3 　产业绿色发展的测度

3.1　产业绿色指标构建

科学的指标评价体系应考虑研究目的的理论知识和应用规律，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业绿色发展的主要问题；同时，选取指标体系应以产业经济学、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等理论为依据，全面、系统、客观地反映经济、社会、生态所遵循的规律。从第三次绿色浪潮和强可持续性观点来看，绿色经济应该包括经济高效、规模有度、社会包容等要素[1]。现有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绿色发展，如联合国环境署（UNEP）的绿色经济指标、人类绿色发展指数等[29-30]。产业绿色发展与经济绿色发展密不可分，在构建产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时应充分考虑以上指标在产业层次上的应用。本文坚持绿色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以国际社会新倡导的经济强可持续浪潮为指导思想，在参考比较上述指标体系和借鉴UNEP建立的绿色经济指标体系、国内学者李晓西等[30]建立的产业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最终构建了包括公平、效率、规模3个维度指标和12个基础指标在内的指标体系，基本涵盖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要素（如表1）。

表1 产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基础指标
	单位
	指标测度
	指标属性

	x1单位GDP能源消费总量
	t标准煤/亿元
	能源消费总量/GDP
	逆向

	x2人均CO2碳排放量
	t/人
	CO2排放量/人口总数
	逆向

	x3人均水资源量
	m3/人
	水资源总量/人口总数
	正向

	x4人均森林面积
	104 hm2/人
	总森林面积/人口总数
	正向

	x5单位GDP废水排放量
	t/亿元
	废水排放量/GDP
	逆向

	x6单位GDP SO2排放量
	t/亿元
	SO2排放总量/GDP
	逆向

	x7单位GDP氨氮排放量
	t/亿元
	氨氮排放总量/GDP
	逆向

	x8单位GDP化学需氧量排
	t/亿元
	化学需氧量/GDP
	逆向

	x9人均GDP
	元/人
	GDP/人口总数
	正向

	x10第二产业占GDP比重
	%
	第二产业增加值/GDP
	逆向

	x11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
	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正向

	x12每万人拥有专利数量
	项/万人
	专利总量/万人
	正向



3.2　 产业绿色发展指数的测算

3.2.1 　全局因子分析结果

全局因子分析是在产业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指标、空间、时间的三维时序立体数据进行分析，保证了系统分析的客观性和可比性。在进行全局因子分析之前，对选取的指标数据进行KMO抽样适当性测度，测度KMO值为0.698，表明基础指标之间有较多的共同因素，适合做全局因子分析。因子分析提取前3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达83.64%，可解释原始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

中国产业绿色发展水平主要包括公平、效率和规模3个方面，由全局因子分析提取的公因子有3个（如表2）：由于X1、X2、X3、X4在第一因子F1上有较大的载荷，根据指标内涵，将第一因子命名为产业绿色发展公平指标，指在生态规模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产业绿色发展需要关注公平，要保证产业发展进行的生产性活动对生活性活动不产生负面影响或影响很小，保证地球上每个人特别是穷人享受自然资源、社会财富的权利[1]。X5、X6、X7、X8在第二因子F2上有较大载荷，故将其命名为产业绿色发展效率指标，指一定自然资源的投入所产生的效益，效率最优前提条件是提高生态环境可损耗量配额使用效率，产业要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提高生态效率。X9、X10、X11、X12在第三个因子F3上的载荷较大，故将其定义为产业绿色发展规模指标，指在自然系统生态承载力范围内产业生产带来的物质规模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改进带来产业规模效益[7]。

表2  旋转后得到的产业绿色发展指标构成
	总指标
	维度指标
	基础指标
	F1
	F2
	F3

	产业绿色发展指标
	F1产业绿色发展公平指标
	x1单位GDP能源消费总量
	0.970 74
	0.043 09
	0.080 58

	
	
	x2人均CO2排放量
	0.940 12
	-0.154 12
	0.130 45

	
	
	x3人均水资源量
	0.986 00
	-0.034 24
	0.091 12

	
	
	x4人均森林面积
	0.986 31
	-0.032 83
	0.046 75

	
	F2产业绿色发展效率指标
	x5单位GDP废水排放量
	-0.197 90
	0.846 72
	0.050 05

	
	
	x6单位GDP SO2排放量
	-0.099 09
	0.715 47
	-0.132 73

	
	
	x7单位GDP氨氮排放量
	-0.010 91
	0.894 13
	-0.081 47

	
	
	x8单位GDP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0.007 57
	0.919 37
	-0.071 79

	
	F3产业绿色发展规模指标
	x9人均GDP
	-0.240 63
	-0.706 97
	0.482 32

	
	
	x10第二产业占GDP比重
	0.306 04
	0.099 21
	0.824 40

	
	
	x11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0.195 66
	-0.205 12
	0.918 31

	
	
	x12每万人拥有专利数量
	0.918 31
	-0.512 88
	0.650 47


3.2.2 　产业绿色发展指数变化趋势
中国各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基本上呈缓慢下降趋势，自2009年来更是呈现平稳下落态势（如表3），其中广西、宁夏、西藏等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基数大，下降趋势更加明显。大多数省（区）市的产业绿色发展指数在-0.5到1之间发展，反映出中国产业绿色发展总体平衡、区域倾斜的特点。但是在2005—2009年间，各省（区）市产业绿色发展指数有较大波动，在2009年之后呈现稳态，突出了区域资源、产业结构、产业布局等产业发展要素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呈优化状态。可以看到，当产业发展模式不尽合理时，对资源环境产生的巨大破坏效应，以及产业优化升级的必要性。

表3  2005—2014年中国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

	地区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均值
	排名/位

	北京
	0.155
	0.170
	0.136
	0.125
	0.242
	0.132
	0.150
	0.125
	0.115
	0.127
	0.148
	8

	天津
	-0.269
	-0.452
	-0.557
	-0.718
	-0.632
	-0.692
	-0.676
	-0.710
	-0.759
	-0.775
	-0.624
	31

	河北
	-0.008
	-0.087
	-0.228
	-0.376
	-0.378
	-0.468
	-0.346
	-0.378
	-0.416
	-0.422
	-0.311
	24

	辽宁
	0.402
	0.129
	-0.048
	-0.254
	-0.323
	-0.490
	-0.370
	-0.421
	-0.482
	-0.477
	-0.233
	21

	上海
	-0.192
	-0.251
	-0.314
	-0.351
	-0.275
	-0.416
	-0.363
	-0.390
	-0.368
	-0.397
	-0.332
	25

	江苏
	-0.177
	-0.301
	-0.427
	-0.519
	-0.570
	-0.641
	-0.601
	-0.661
	-0.677
	-0.672
	-0.525
	30

	浙江
	-0.178
	-0.295
	-0.412
	-0.493
	-0.506
	-0.596
	-0.536
	-0.585
	-0.620
	-0.619
	-0.484
	28

	福建
	0.173
	0.042
	-0.171
	-0.275
	-0.315
	-0.459
	-0.315
	-0.433
	-0.511
	-0.569
	-0.283
	22

	山东
	-0.345
	-0.443
	-0.513
	-0.606
	-0.626
	-0.639
	-0.474
	-0.500
	-0.528
	-0.540
	-0.521
	29

	广东
	-0.072
	-0.202
	-0.278
	-0.369
	-0.367
	-0.472
	-0.372
	-0.392
	-0.421
	-0.451
	-0.339
	27

	海南
	0.846
	0.653
	0.490
	0.411
	0.410
	0.225
	0.450
	0.363
	0.326
	0.385
	0.456
	4

	东部平均
	0.030
	-0.094
	-0.211
	-0.311
	-0.304
	-0.411
	-0.314
	-0.362
	-0.395
	-0.401
	-0.277
	

	山西
	0.458
	0.270
	0.027
	-0.126
	-0.105
	-0.287
	-0.326
	-0.311
	-0.314
	-0.229
	-0.094
	15

	吉林
	0.485
	0.312
	0.043
	-0.131
	-0.237
	-0.377
	-0.255
	-0.359
	-0.419
	-0.465
	-0.140
	20

	黑龙江
	0.190
	0.050
	-0.057
	-0.187
	-0.103
	-0.285
	0.082
	0.088
	0.073
	0.136
	-0.001
	11

	安徽
	0.443
	0.329
	0.101
	-0.139
	-0.234
	-0.421
	-0.240
	-0.338
	-0.413
	-0.429
	-0.134
	19

	江西
	0.409
	0.228
	0.043
	-0.130
	-0.188
	-0.346
	-0.151
	-0.208
	-0.286
	-0.330
	-0.096
	16

	河南
	0.116
	-0.074
	-0.243
	-0.422
	-0.452
	-0.554
	-0.400
	-0.439
	-0.479
	-0.443
	-0.339
	26

	湖北
	0.605
	0.406
	0.206
	0.030
	-0.123
	-0.309
	-0.210
	-0.314
	-0.362
	-0.366
	-0.044
	13

	湖南
	1.020
	0.732
	0.420
	0.154
	0.065
	-0.154
	-0.058
	-0.141
	-0.200
	-0.249
	0.159
	6

	中部平均
	0.466
	0.282
	0.067
	-0.119
	-0.172
	-0.342
	-0.195
	-0.253
	-0.300
	-0.297
	-0.086
	

	内蒙古
	0.651
	0.282
	0.001
	-0.190
	-0.261
	-0.357
	-0.296
	-0.353
	-0.357
	-0.359
	-0.124
	18

	广西
	2.106
	1.510
	1.132
	0.776
	0.501
	0.192
	-0.081
	-0.120
	-0.208
	-0.250
	0.556
	3

	重庆
	0.546
	0.497
	0.164
	-0.140
	-0.203
	-0.407
	-0.370
	-0.403
	-0.417
	-0.381
	-0.111
	17

	四川
	0.616
	0.380
	0.126
	-0.042
	-0.137
	-0.317
	-0.221
	-0.300
	-0.349
	-0.337
	-0.058
	14

	贵州
	0.961
	0.766
	0.508
	0.253
	0.314
	0.213
	0.301
	0.151
	-0.001
	-0.115
	0.335
	5

	云南
	0.275
	0.160
	0.038
	-0.077
	-0.092
	-0.204
	0.060
	-0.013
	-0.081
	-0.119
	-0.005
	12

	西藏
	2.994
	2.762
	2.621
	2.462
	2.280
	2.344
	2.294
	2.143
	2.038
	1.939
	2.388
	1

	陕西
	0.297
	0.061
	-0.144
	-0.312
	-0.287
	-0.432
	-0.395
	-0.495
	-0.555
	-0.572
	-0.283
	23

	甘肃
	0.854
	0.558
	0.193
	0.048
	0.089
	-0.139
	0.093
	0.009
	-0.059
	-0.075
	0.157
	7

	青海
	0.960
	0.673
	0.416
	0.139
	0.173
	-0.191
	-0.137
	-0.188
	-0.249
	-0.207
	0.139
	9

	宁夏
	2.332
	1.423
	0.923
	0.492
	0.398
	0.261
	0.357
	0.235
	0.128
	0.072
	0.662
	2

	新疆
	0.422
	0.268
	0.168
	-0.010
	0.086
	-0.138
	0.068
	0.041
	-0.012
	-0.052
	0.084
	10

	西部平均
	1.084
	0.778
	0.512
	0.283
	0.239
	0.069
	0.139
	0.059
	-0.010
	-0.038
	0.312
	


3.3　 产业绿色发展的时空差异分析

从时间视角来看，中国产业绿色发展指数在2006年达到最大值，之后呈缓慢下滑趋势，东、中、西区域性产业绿色发展指数变化趋势有趋同性（如表3和图1）。值得注意的是，自2008年以后东、中部地区产业绿色发展一直处于低水平，经济增长物质消耗过度，产业的发展是一种灰色发展。由图1和图2可知，产业绿色发展公平指数历年变化呈平稳变化态势，而效率指标和规模指标自2008年后分别对产业绿色发展起反向和正向作用。这一方面说明当前产业发展过多注重效率，忽视生态环境、结构优化和规模适度，体现了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逐利性；另一方面说明产业绿色发展效率与规模、公平不可相互替代，产业要实现绿色化，应兼顾效率、公平、规模，三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产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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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5—2014年中国东、中、西部产业绿色发展指数动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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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5—2014年中国东、中、西部产业绿色发展指数各公共因子变化趋势
从空间视角来看，东、中、西部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如表3和图1）。由高到低依次为西部、中部、东部。这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恰恰相反，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东部产业绿色化水平最低，中国产业发展模式值得思考，粗放式的产业发展已然达不到绿色发展目的。产业绿色发展效率指数和规模指数在2006年都存在一个巨大的滑坡，最终致使产业绿色发展遭遇瓶颈，而后持续走低。这与实际经济运行状况密不可分，2006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进入攻坚期，国家相应政策条例要求淘汰落后产能、引进高新技术产业。

4 　产业绿色发展的空间相关分析

4.1　 全局空间自相关测度

上文探讨了我国区域产业绿色发展的空间差异，但产业绿色发展的空间影响尚不可知，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其空间相关性。基于公式（1）、（2），用GeoDa软件对2005—2014年中国各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测算全局Moran’s I指数，并对其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2005—2014年中国区域产业绿色发展全局Moran’s I检验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Moran’s I
	0.144
	0.161
	0.172
	0.148
	0.221
	0.112
	0.155
	0.173
	0.164
	0.162

	Z-value
	2.205
	2.231
	2.331
	2.470
	3.383
	2.103
	3.155
	3.783
	3.085
	3.101


可以看到，各年份全局Moran’s I指数均为正值，且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Z检验；各区域产业绿色发展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存在显著全局空间正相关性。进一步观察发现，随时间演进，我国产业绿色发展Moran’s I值呈波动变化态势，空间溢出程度呈非平稳变化趋势。结合实际可知，对口援疆、京津冀一体化、“一带一路”等战略的实施，加速了产业转移、集聚及产业结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绿色发展空间格局的演化，而供给侧改革的推进将进一步影响我国产业绿色发展的空间变化格局。

4.2　 局部空间自相关测度

为直观反映各区域产业绿色发展状况的空间分布特征，根据公式（3）绘制中国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的Moran’s I散点图及LISA聚类地图，并将结果汇总如表5所示。
表5  2005—2014年中国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的LISA聚类动态变化情况
	年份
	HH
	LL
	LH
	HL

	2005
	青海、四川
	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安徽、浙江、上海
	新疆
	内蒙古

	2006
	青海
	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山东、江苏、安徽、浙江、上海
	新疆
	湖北

	2007
	新疆、青海
	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
	无
	湖北

	2008
	新疆、青海
	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
	无
	北京、湖北

	2009
	新疆、青海
	天津、河北、辽宁、山西、河南、山东、江苏、湖北、安徽、浙江、上海
	无
	无

	2010
	新疆
	天津、河北、辽宁、吉林、山东、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
	无
	北京

	2011
	无
	天津、河北、辽宁、山东、山西、河南、江苏、江西、安徽、福建、湖北、浙江、上海
	无
	北京

	2012
	新疆
	天津、河北、内蒙古、山东、山西、河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上海
	青海
	北京

	2013
	新疆
	天津、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上海
	青海
	北京、湖南

	2014
	新疆、青海
	天津、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上海
	无
	北京、山西


结果表明，2005—2014年间，绝大部分区域都处于高高聚集区和低低聚集区，低低集聚区几乎包揽了东部沿海全部省市。结合表3可知，各年份东部省市产业绿色发展处于较低水平，且大部分邻接区域的指数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如天津、河北、山东等。这表明中国产业绿色发展的外部性导致空间溢出效应突出，产业绿色发展空间关联模式的“两极化”特征显著。而位于第二象限和第四象限的省（区）市为数不多，部分年份低高聚集区内不包含任何省（区）市，中国产业绿色发展指数空间异质性不明显。

（1）高高聚集区主要涵盖西部省（区）。处于高高聚集区的省（区）工业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应西部大开发、对口援疆等国家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开展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和人口迁徙的策略。另外，西部地广人稀，人均资源拥有量较高，产业绿色发展指数也相对较高。

（2）低低聚集区主要包括东部沿海省市。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地长期处于这一盲点区，这类地区的产业绿色发展指数相对较低，且随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持续走低。纵向来看，低低域内的省市不断增加。一方面，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等战略的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意识明显加强；另一方面，区域要素的流动，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使处于增长极区域展现更强的空间溢出性。横向来看，低低域内涵盖了绝大部分的省市，是中国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典型代表。其中，产业绿色发展水平最低的是天津（全国排名31），其次是江苏（30）、山东（29）、浙江（28）等。他们的共同点：一是，最早利用区位优势发展工业、贸易经济。天津、江苏等地产业率先发展，但不外乎经历了低端到高端、粗放到集约，由劳动密集型到资本、知识密集型的过程，且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并引发了公众环境诉求。二是，具有广阔的市场辐射范围。产业经济活动生产的商品既可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出到东南亚，又可以内部消化。所以，东部沿海省市产业绿色发展水平比较低，且存在显著空间依赖性。

（3）低高聚集区在大多数年份不包含任何省（区）市。新疆、青海在部分年份表现为低高特征，中国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在邻接区域空间异质性不明显。值得注意的是，2005—2006年间新疆的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分别为0.422、0.268，低于西部平均水平，同时在地理空间上也低于周围地区。可以看到，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自2000年实施，2005年之后初见成效，依托东部地区的劳动力、资金和自身的资源，西部地区的特色产业发展迅速，但这种产业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存在潜在威胁。

（4）高低聚集区呈不规则性分布。北京占据高低集聚区的多数年份，产业绿色发展水平长期高于东部平均水平。北京市产业绿色发展指数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与其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及发达的城市化水平有着互为彼此的关系。2005年北京市第三产业接近70%，到2014年上升到近80%，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的合理模式。

5 　结论和启示

本文运用全局因子分析法对2005—2014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产业绿色发展指标进行测度，建立了一套完整、科学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中国区域产业绿色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化进行了系统性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第一，从时间视角来看，中国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呈下降趋势，过于注重产业发展效率优先是其弊病所在；同时，产业绿色发展效率、发展规模、分配公平等处于不协调发展状态；第二，从区域视角来看，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西部、中部、东部，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反向变化关系。第三，从空间视角来看，全国大多数省（区）市集中在低低聚集区和高高聚集区，尤其是低低聚集区几乎包括了全部东部沿海地区，中国产业绿色发展在空间上存在空间正相关。第四，从产业绿色发展的时空视角来看，各省（区）市产业绿色发展指数的空间溢出效应随时间逐步增强，邻接地区的扩散效应比较明显。基于以上结论，得到如下3点启示。

5.1 　以协调为准则，注重产业内部和外部协调发展
产业内部协调是指产业绿色发展要统筹效率、规模、公平3个层面。纵然产业发展效率是任一产业部门都积极追求的目标，也是国民经济增量的主要来源，但单方面追求效率，忽视规模和公平指标的话，会对产业绿色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同理，单方面注重规模和公平，也达不到经济发展的目的。在发达国家眼中，产业要实现绿色发展就要“去工业化”，但是中国的产业绿色发展应该是一个更为发展的技术概念，即协调经济效率、规模适度、社会公平3个层次的发展需求，协调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该区域经济的可持续性和城市的宜居性。

产业外部协调是指区域产业之间分工合作、有序竞争，实现区域产业协调发展。邻接地区产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邻近区域的主导产业具有趋同性。区域间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具有“一荣倶荣，一损俱损”的特征，区域间经济发展协调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31]。一方面，区域间产业要加强合作意识，位于低低聚集区的地区需顺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考虑市场资源的配置效用，积极消化产能，发挥全要素生产率，实现集约型增长；而位于高高聚集区的地区则要抓住“一带一路”的建设机遇，充分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人力资本优势等，实现技术、资金、信息等要素的流动和扩散。另一方面，区域间产业可开展良性竞争，既注重知识产权保护，也鼓励分享最佳实践经验，勇于探索，善于合作。

5.2   以创新为动力，促进产业实现绿色转型

工业革命4.0（数字智能4.0）背景下，创新驱动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支撑[32]，产业创新成为产业升级的第一动力。长期以来，中国低技术产业深陷价值链低端[33]，一方面对资源环境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产能过剩，出现了“吉芬商品效应”，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中国产业要想实现绿色发展，就要利用此次经济社会的变革，以创新为驱动、技术为导向实现产业绿色转型。第一，促进产业与互联网经济深度融合，整合信息资源等要素，巩固加强产业绿色发展核心力量。第二，提高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比重，优化产业结构，使生态资源利用率处于合理区间。第三，以创新驱动科技浪潮，优化供给资源，提高产业分工层次。
5.3   以绿色共享为目标，加强绿色发展政策导向

绿色已成为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需要，而共享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政府是引导、鼓励产业绿色发展的核心力量，也是宏观战略实施“看得见的手”，政府需要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引导产业进行绿色发展。第一，坚持以人为本，建立环境治理体系和生态补偿制度，为产业绿色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第二，出台相关绿色产业政策，一方面通过环境规制激励产业创新，以技术革命变革产业非清洁生产[34]；另一方面，完善生态文明绩效考核评价和责任追究制度，明确企业排污治污的社会责任。第三，搭乘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的顺风车，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合理规划区域发展，制定现代服务业、高技术产业等发展战略，使产业实现结构性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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